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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空间与人口三层面梳理、构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

影响的融合传导机制,并基于 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

析流域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非线性发展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与生活能耗模式,

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门槛效应。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能耗依赖较小,而经济

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指出,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

进步对能源消费抑制作用明显,但在人口压力及资源约束加剧的新城镇化背景下,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促进量

的转移,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关注居民消费引导与空间紧凑布局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继续发挥规模经济的削减作用,

努力实现共享经济的集约效能;各省市间则应建立互动协调机制,根据自身城镇化对能耗的影响路径因地制宜地采

取相应策略,这也是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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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密集区和产业承载区,21%的国土面积上聚集着 42.8%的全国人口,42.2%的经济总量输出也凸

显出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5 年沿江 11 省市的城镇化水平为 56.7%,与全国 56.1%的城镇化水平相近,但除下游江

浙沪平均 73.3%的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水平外,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承载区的中游皖赣鄂湘与上游川渝云贵分别为 52.5%、

48.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梯度差较大。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生产方式与消费行为的变迁对能源消费产生了

深远影响[1-2],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其早期城镇化进程中就存在土地粗放扩张致使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3],加之临江传统重

化工业密集,中低端产业比重过高,使得生产能耗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也改变了迁入居民的能源消

费结构[4],一个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的生活能耗将提升至原来的 3 倍[5]。2005-2015 年流域能耗总量由 95031 万 tce 上升至

163004万tce,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近40%,加之沿江多省市能源自给率不足,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未来流域能源总量将持续高

位运行,能源问题仍是制约其城镇化发展的桎梏。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

路,强调流域城镇化质量的同时也对能源消费提出了刚性约束。因此研究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的影响关系,是实现长江经济带新

型城镇化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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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及述评 

1.1文献综述 

以 Jones 为代表的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制与影响[6],后续学者的研究也指出城镇化发展与能源消

费间存在显著相关[1,7],其中大部分结论显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正相关[8-9],亦有部分文献指出两者存在负相关性的悖论[10],近

期学者指出城镇化对能耗的作用经历了前期抑制,后期促进的关系[11]。可见,城镇化对能耗的作用方向学界并无定论[12],但可以确

信的是,人口迁移与空间拓展引发了产业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与重置,这一进程使区域间人员与物资的互动加剧,同时生产

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影响着能源消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引发的产业生产能耗、空间布局能耗及居民消费能耗,所以两

者间的主要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也可以从产业、空间、人口三方面归纳总结。 

产业研究层面,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是能源消费的主导原因[13],其中二产能耗占能耗总量比重最大[14]。部分学者提出结

构变化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自 1990年代中期就逐渐消失,仅依靠结构调整已很难应付当前巨大的能源压力[15]。后续研究显示,

产业的技术进步对能耗影响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较大差别[16],当前更应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7],

但技术进步也会带动其他经济单元的发展,使技术节约的能耗量不及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量,最终出现能耗总量的回弹效应
[18]

。 

空间规划层面,能源消费与城市空间的结构、规模相关[19],城镇低密度化诱发的汽车保有量、出行距离等因素导致能耗增加[20],

土地资源开发强度低,生活与生产设施分散,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排他性强等空间资源布局问题也加剧了能耗[21],而提高城市密度

可以缩短通勤距离,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性,亦可降低能源输配损耗,通过实现公共设施的规模效应以达到节能目的[22]。我国学者在

借鉴他国发展经验基础上指出,节约能源不能仅考虑产业与技术,应该结合国情,从空间节约入手实现节能低碳[23],而现实生活中

高概率交通堵塞与尾气排放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空间紧凑带来的节约收益,因此城市高密度发展导致的能耗不降反升现象引起

了学界对空间紧凑发展的置疑[24]。 

微观人口层面,城镇化提高了迁入人口的收入[25],改变了其能源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4-5]:不仅节能宣传可提高用能意识,丰富

的能源设备与种类也降低了原本以薪柴、秸秆等为主的生活直接能耗[26];另一方面,因更接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

了商品与服务生产过程中的间接能源消费[27],这已逐渐成为我国居民能耗的主因[28]。预计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人口城镇化对

能源需求总量的影响将持续上升,新一代消费者在经济上更独立,消费欲望与需求较上一代更强,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结构变化

将对能源消费造成长期压力[29-30]。 

既存研究也存在如下几点空白:首先,长江经济带的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战略规划与现象评论等定性层面,有关城镇化与能

源消耗间的定量实证分析匮乏;其次,对区域时间点的能耗影响分解及静态横向对比较多,缺少基于多系统间互动传导机制,动态

剖析城镇化对能耗影响;最后,过往相关研究囿于统计方法或数据来源的限制,大都采用普通线性回归分析,缺失了“门槛效应”

引起的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掩盖了城镇化及相关影响因素在不同发展情境下对能源消费的阶段性影响趋势。 

1.2机理研究 

基于文献整理可知,城镇化的不同发展模式决定其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制与路径[31],但究竟是规模集聚效应带来的负向减少,

还是拉动反弹效应引起的正向增加,现有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如图 1 多系统间的融合传导机制所示: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为产业提供人力、土地等要素输入与消费市场输出,推动其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生产用能模式;城镇化进程中

的土地高密度开发与空间紧凑利用可形成规模效应降低能耗,但空间零散粗放扩张、基础设施不完善、通勤拥堵等问题则加剧了

能耗;城镇化也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购物等生活方式,人口迁居城镇后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可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但也会因更接近消费市场而拉动内需,间接促进生产能耗。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人口、空间互动影响的表

现,决定着城镇化不同阶段的发展质量,也影响着居民直接生活能源的消费结构与间接生产能耗的市场容量。在城镇化发展初期,



 

 3 

粗放式经济模式下的产业发展存在对能源的过度依赖路径,同时也包括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的冗余投入与低效利用;而在城镇化

发展的高级阶段,能源消费是检验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它可以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促进空间科学布局、紧凑规划,

亦可以彰显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所以能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由推进城镇化发展速度的牺牲者,转

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监督者。 

本文拟在城镇化与能耗间的互动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 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检验城镇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是否存在非线性经济门槛效应,进一步剖析流域各区域在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镇化是通过哪

些因素与路径影响能源消费。旨在为流域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发展模式,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城镇化、低能源消耗”目标提供

策略参考。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模型构建 

“门槛效应”是指当一个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突然转向其它发展形式的现象。以往不管是

基于离散型变量还是连续型变量,大都采用分组的方法以检验门槛效应,或将门槛变量与被影响的变量交叉作为解释变量,一齐

引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门槛效应存在与否。但判断分组的标准靠主观判断,交叉项的形式及内涵意义也不易解释,且这两类方法

的门槛效应显著性无法检验。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采用 Hansen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32],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待估计

的门槛变量以构建分段函数,验证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优点是以“内生分组”替代了主观性较强的“外生分组”,

避免人为主观判断。同时,与一般回归的分析结果相比,门槛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更能准确拟合不同分组中自变量与因变量间非

线性发展关系。构建的单一门槛模型如下: 

 

图 1城镇化对能耗的传导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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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度;yit(能源消费)为被解释变量;xit为影响能耗的控制变量集,本文选择已经被证实与能源消费有

稳定关系的因素,包括经济、资本,及上文总结的产业、空间、人口三方面;θ为影响变量的关联系数;IAit(城镇化)为受门槛变量

影响的解释变量;thrit 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水平);γ 为待估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当 thr≤γ 时,I(·)=1,否则

I(·)=0;εit为随机扰动项。双重门槛或多重门槛可在模型(1)1基础上扩展推得。 

理论上门槛值γ̂可以是门槛变量 thr的取值范围内的任意值。将任意γ0作为初始值赋给γ,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获得其他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同时求出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S0,然后以此方式从小到大排序 γ,逐步选取残差平方和最小时所对

应的门槛值,即:γ̂=argminS1(γ),以此类推多重门槛值。在估计出门槛值及斜率值后还需要进一步校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和真

实性。 

2.2显著性检验 

首先基于门槛值划分的两组样本模拟估计参数是否显著不同 ,以证实是否存在门槛值。构建显著性检验原假

设:H0:β1=β2,Hansen 的检验 LM(Lagrange Multiplier)统计量为 分别为原假设无门槛和门槛估计下的

残差平方和, 为门槛估计下残差的方差。因为原假设下的门槛值 γ 不确定,所以 F1 统计量呈非标准非相似(Non-Standard 

Non-Similar)分布,临界值无法模拟
[33]
。本文以统计量本身的样本分布函数来转换,即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模拟其渐进分

布[34],构造对应的 P 值。如 P 值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得到一个门槛值,反之接受。在确定了第一个门槛值后还需要进行第

二个门槛值的搜寻,方法依据估计得到第一个门槛值的过程以此类推,多门槛亦然。 

2.3真实性检验 

进一步确定门槛值的置信区间,验证门槛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是否一致。设真实性检验的原假设为: ,相应的似然比统

计量为 ,因干扰参数的存在,LR1(γ)也是非标准分布,所以借鉴 Hansen 提出的拒绝域计算方法,即当显著

性水平为 时,不可拒绝原假设[35]。一般当 α 在 95%的置信水平时,临界值为 7.35。若模型通过单一门

槛假设检验,则需要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双重或多重门槛的显著性和真实性检验。 

2.4数据来源与说明 

自 2005 年开始的统计年鉴中相关城镇化数据改为现行的常住人口口径,所以在保证数据准确性、可获得性及连续性的基础

上,选取 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面板数据参与实证分析。数据大体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数据参考各省市同期统计年鉴或采用插值法估得。自变量城镇化(Urb)使用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因变量

能源消费(Enc)以分地区各品种能耗总量“万 t 标准煤”衡量,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表示(Pgdp)。其他控制变量集

中,经济变量选取GDP(gdp)代表区域经济发展;资本存量(cs)目前常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本文借鉴单豪杰的研究
[36]
,以1952年

为资本原值,折旧率为 10.96%,并参照其方法将资本存量扩展到 2015年,具体形式为 Kit=(1-δ)ki,t-1+Iit,Kit表示第 i地区第 t年的

资本存量,Iit表示第 i 地区第 t 年的投资量,δ 表示资本存量折旧率;产业层面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结构调整

(is);人口变量选择常住城镇人口数(po);空间变量选取建成区面积(sp)。第二产业可分为工业和建筑业,占比较小的建筑业对资

本依赖较大,与技术进步的关联体现不明显,所以本研究选择单位能耗的工业增加值(亿元/万 t 标准煤)代表技术进步,其中工业

能源消费采用地区能源平衡表(实物量)中工业终端能源消费量表示。所有相关经济数据均以 200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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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因素影响。 

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的估计及检验方法,使用 Stata12.0对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算,P值及临界值都采用 Bootstrap法模拟 300

次后的结果 2。 

3.1发展特征描述 

为直观、扼要表述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在城镇化、能源消费及经济发展三方面的时空分异演变及特征,选取流域 11 省

市 2005 年与 2015 年的城镇化率与能源消费强度输入 ArcGIS 参与对比,如图 2 所示,柱体越高表征城镇化率越高,颜色越绿代表

每万元产值消耗的能源越少,反之越红代表单位产值的能耗更多,污染相对严重。具体而言,全流域的能源消费强度随着城镇化率

的提升而降低,其中经济发达的下游江浙沪 3地城镇化水平较高,虽近 10年增幅放缓,但 3省市仍有平均 8.103%的提升,能耗强度

也依旧保持高水平发展,平均降低 0.358t标准煤/万元。中上游省市的城镇化率分别有 14.291%与 14.851%的较大增幅,能耗强度

近 10 年分别降低 0.550t 标准煤/万元与 0.908t 标准煤/万元,西部降幅近中部的 2 倍,但囿于发展模式较粗放,能耗强度仍旧偏

高。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流域各区因经济发展方式差异,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很可能存在非均衡发展关系。 

3.2门槛效应检验 

长江经济带及各分区 2005—2015 年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经济门槛效应得以验证,非线性影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门槛效应自抽样存在性检验结果与相应门槛值置信区间见表 1,除整体 11省市在 5%水平下存在三重门槛效应以外,各区在 1%

与 5%水平下皆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为方便对各区的非线性动态影响趋势进行比较,本文对全流域采用三重门槛模型分析,各

区采用双重门槛模型分析。 

3.3流域全局分析 

全流域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非线性发展关系得以验证,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估得的 3 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 12870、

19127与 71117元。长江经济带近十年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对传统能源消费总体上显示为负关联,抑制作用的弹性系数呈现“U”型

变化趋势:即当人均 GDP 小于 12870 元时,对能耗的抑制系数为-14879.73。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跨越第一门槛值后的抑制作用

降为-9558.976。跨过第二个门槛值 19127元后的负向弹性系数最低,为-4885.558。当人均 GDP超过 71117元后的抑制系数回弹

到-7450.985。从影响能耗的其他控制变量分析,流域经济发展及城镇人口增加对能耗的正向影响显著,弹性系数分别为 0.243、

2.583,但产业结构调整对能耗的负向削弱系数却高达-319.38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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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城镇化与能源消费强度空间分布图(2005、2015年) 

表 1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置信区间 

区域 模型 F 值 P 值 
临界值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1% 5% 10% 

流域 

单一门槛 13.519*** 0.003 10.957 8.642 7.68 12 870.215 ［1.2e+04，1.5e+04］ 

双重门槛 21.055*** 0 9.494 3.866 1.873 19 126.930 ［1.7e+04，6.8e+04］ 

三重门槛 7.446** 0.013 8.151 4.964 3.609 71 117.422 ［7.0e+04，9.5e+04］ 

东部 
单一门槛 31.592*** 0 18.092 9.143 6.966 40 935.148 ［4.0e+04，4.4e+04］ 

双重门槛 22.658*** 0 10.998 6.732 5.261 67 989.891 ［6.7e+04，9.5e+04］ 

中部 
单一门槛 16.582** 0.017 22.822 9.605 7.119 18 857.705 ［1.3e+04，2.3e+04］ 

双重门槛 40.217*** 0 9.722 6.952 5.245 27 438.506 ［2.7e+04，2.9e+04］ 

西部 
单一门槛 2.254 0.313 10.862 6.431 5.097 16 975.557 ［1.1e+04，1.9e+04］ 

双重门槛 9.407** 0.027 13.26 6.39 4.596 30 783.486 ［2.1e+04，3.4e+0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表 3～表 5同。 

表 2流域三重门槛模型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gdp 0.242678*** 0.067936 3.57 0.001 0.107911 0.377444 

cs -0.04274 0.040521 -1.05 0.294 -0.12312 0.037646 

is -319.3805*** 40.30392 -7.92 0 -399.333 -239.428 

po 2.58297*** 0.481561 5.36 0 1.627683 3.538258 

sp 1.467626 0.904091 1.62 0.108 -0.32585 3.2611 

Urb_1 -14879.73*** 2994.851 -4.97 0 -20820.7 -8938.747 

Urb_2 -9558.976*** 2258.819 -4.23 0 -14039.86 -5078.087 

Urb_3 -4885.558*** 1673.060 -2.92 0.004 -8204.459 -1566.656 

Urb_4 -7450.985*** 1527.830 -4.88 0 -10481.79 -4420.181 

_cons 19612.43*** 2190.627 8.95 0 15266.82 23958.05 

 

究其原因,一方面考察期内全流域平均城镇化率由 43.9%提升至 56.7%,仅属于城镇化初级向中级过渡时期,部分经济滞后区

本身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能源使用量较小,能源依赖较低的第一、三产业比重较高,加之城镇化带来的集聚规模效应、能源消费结

构改善等,有效降低了传统能源的消费量。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中的薪柴、秸秆、沼气等非商品能源占能耗总量

的比率较大,挤占了其他商品能源的使用空间,而此部分消耗量并未在统计数据中体现,导致能耗总量被严重低估;另一方面,经

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尤其在中共十七大报告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调整,加大

低能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同时,第二产业由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流域单位能耗的工业增加值

由 1.31提升至 3.26亿元/万 tce,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耗的缓解作用凸显。 

3.4区域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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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三省市的城镇化对能源消费整体上为正向影响,经济门槛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三阶段正向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

当人均 GDP小于第一门槛值 40935.148元时的拉动作用系数为 16523.56,位于第一门槛与第二门槛值 67989.891元之间及跨越第

二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的弹性系数由 13416.80持续降低至 11494.65。影响能耗的其他控制变量中,虽然人口增长与空间扩张对

能耗的拉动作用显著,弹性系数分别为 2.958、5.118,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能耗负向削减系数-218.738却远大于人口与空间层

面的正向影响,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区城镇化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正逐渐减弱,产业对能耗的缓解作用凸显,而人口与空间

层面的能耗集约作用尚未体现(表 3)。 

究其原因,考察期内东区明显的人口虹吸现象造成人口过于集中,以占全流域 10.3%的土地承载着 33.95%的城镇人口,平均城

镇化率由 65.2%提升至 73.3%,基本迈入发达国家平均 75%的成熟阶段。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扩大了生产和消费的

市场规模,促进各经济单元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能源消费。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对外贸易发达,金融水平较高,偏外向型经济的上

海,还是对新兴产业支持力度较大,拥有诸多高科技园区与工业企业的江苏,抑或以电子商务引领现代化服务业与制造业快速发

展的浙江,近些年三区城镇化皆处在知识经济与资本经济并存的发展期,能源利用率的提升及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大大降低了对

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其中弱能源依赖的三产比重由平均 41.967%持续上升到 55.5%,提高了城镇吸纳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城镇化

的进一步发展;而强能源依赖的二产比重不仅由平均 52.867%持续降低至 41.167%,代表技术进步的工业能耗强度也不断降低,流

域单位能耗工业增加值由 2.881提升至 7.082亿元/万 tce,尤其从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保证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区域能源

消费总量多年出现负增长。 

中部四省的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整体上亦为正向促进作用,但弹性系数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即当人均 GDP小于第一

门槛值 18857.705 元时,对能耗的促进系数为 26785.31,位于第一门槛与第二门槛之间时的促进系数作用提升至 28538.41,在跨

过第二个门槛值 27438.506元后的正向促进效能又回降至 23795.08的水平。能耗控制变量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能耗的抑制系数

为-179.684,但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仍然显著(表 4)。 

表 3东部双重门槛模型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egdp -0.01236 0.156563 -0.08 0.938 -0.34816 0.323434 

ecs -0.05302 0.101817 -0.52 0.611 -0.2714 0.165354 

eis -218.738** 85.51478 -2.56 0.023 -402.149 -35.3273 

epo 2.958034* 1.434679 2.06 0.058 -0.11905 6.035115 

esp 5.118349* 2.399578 2.13 0.051 -0.02823 10.26493 

Urb_1 16523.56*** 5147.747 3.21 0.006 5482.738 27564.37 

Urb_2 13416.80*** 4233.430 3.17 0.007 4337.001 22496.61 

Urb_3 11494.65** 4215.433 2.73 0.016 2453.450 20535.86 

_cons -929.079* 4306.030 -0.22 0.083 -10164.59 8306.436 

 

究其原因,考察期内中区平均城镇化率由 38.2%提升至 52.5%,仍处于初期向中期过渡期,煤、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在区域能

源消费结构中仍处主导地位,远高于东部及西部。一方面城镇化引起了人口规模集聚与消费习惯变迁,加之空间扩张及基础设施

建设等,使得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能源;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呈“二三一”格局,低能耗的一、三产业总占比远低于东西部,并且沿

江传统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规模集聚与扩张过程中对能源的低效粗放使用,导致该阶段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需求较

大,并随着经济发展而持续提升。随着近几年经济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城镇化的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对能耗的促进系数降低:

生产生活中各类能源设备与基础设施的规模使用促进了用能边际效益的提升;承接东部产业技术转移与自身结构调整等,使得能

源利用效率得以提高。单位能耗的工业增加值由 0.718提升至 1.929亿元/万 tce,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压力。但囿于传统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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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产业基数较大,多数以资源禀赋及投资驱动为主,创新能力弱,附加值不高,加之产业甄别机制及市场环境不健全等问题,导致

技术提升速度远滞后于东部,始终游离于东部同期水平的 23%至 29%之间,发展模式亟待由粗放规模扩张型向集约质量效益型转

变。 

西部 4省市两变量间非线性影响总体上为负关联,边际抑制效能呈阶段递减趋势,即当人均 GDP小于第一门槛值时,城镇化对

能耗的抑制系数为-15285.4,当位于 16975.557～30783.486 元之间时的弹性系数为-14486.19,当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抑制作用

继续降低至-12795.35。能耗控制变量中的资本存量、人口增长、空间扩张均与能耗正向相关,唯独产业结构与能耗是负关联(表

5)。 

究其原因,西部多山的地理条件阻碍了生产资料流入与产品输出,制约了社会经济、轨道交通等发展,城镇化进程也相对滞后,

考察期内平均城镇化率由 33.6%提升至 48.5%,2015 年占流域 55.4%的土地上仅承载了 28.5%的城镇人口(0.93 亿)。一方面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镇化初期,生产生活中的能源使用量较小,而主要能源种类中的薪柴、秸秆、沼气等皆为非商品能源,并未在

统计年鉴中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及高耗能产业的基础薄弱且基数不高,大都为矿产、能源、烟草等资源型产业,而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一产对能源依赖较小。“十一五”后的国家西部开发战略深入及对科技支持力度的加大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单位能耗的工

业增加值由 0.723 提升至 1.724 亿元/万 tce,低能耗的现代化农业及人文旅游主导的服务业占比增加,加之大数据等信息产业的

错位发展,造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消费量增加,抵消了部分负向削弱效能。但近些年因为西部旅游景区的建设加速,重庆以资本

主导的规模化扩张,四川多次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较大,所以资本存量对能耗的促进显著。 

表 4中部双重门槛模型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mgdp 0.973556*** 0.154644 6.3 0 0.65506 1.29205 

mcs 0.03578 0.141117 0.25 0.802 -0.25486 0.326416 

mis -179.6837* 102.8193 -1.75 0.093 -391.444 32.07667 

mpo 1.464626 1.544153 0.95 0.352 -1.71562 4.644867 

msp -0.2519 1.116078 -0.23 0.823 -2.5505 2.046712 

Urb_1 26785.31** 11800.67 2.27 0.032 2481.362 51089.25 

Urb_2 28538.41** 11995.44 2.38 0.025 3833.334 53243.48 

Urb_3 23795.08* 12385.73 1.92 0.066 -1713.800 49303.96 

_cons -7121.283** 6276.549 -1.13 0.027 -20048.08 5805.512 

 

表 5西部双重门槛模型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mgdp 0.096105 0.079689 1.21 0.239 -0.06802 0.260227 

mcs 0.766605*** 0.087549 8.76 0 0.586295 0.946915 

mis -116.1039*** 36.00868 3.22 0.004 41.9426 190.2651 

mpo 5.360581*** 0.710501 7.54 0 3.897277 6.823884 

msp 4.19459** 1.558236 -2.69 0.012 -7.40384 -0.98534 

Urb_1 -15285.4*** 1627.948 -9.39 0 -18638.23 -11932.58 

Urb_2 -14486.19*** 1779.760 -8.14 0 -18151.68 -10820.71 

Urb_3 -12795.35*** 1827.732 -8.14 0 -16559.64 -903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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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s 2404.467* 1335.943 1.8 0.084 -346.96 5155.894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构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融合传导机制基础上,利用 2005—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 Hansen

门槛面板模型,检验流域及各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非线性经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全流域近十年的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传统能源的消费压力,经济发达的东部城镇化对能耗的正向促进边际递减,由初期向中期过渡的中部城镇化对能耗的正向影

响先升再降,发展滞后的西部城镇化对能耗的负向抑制效能边际递减。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较小,而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由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一些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占比高达 55%以上,高科技产业占比凸出而能耗较低,所以流域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下的产业发展不可简单降低二产比重,而是要加大生态与能源约束,将注意力放在提质增效上,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由

高耗能资源禀赋型向低耗能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脱钩。 

其次,当产业对能耗的边际效能递减的情形下,城镇化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管理与社

会保障政策,更要从消费引导入手,提高节能降耗意识,倡导共享消费模式,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绿色化发展。同时须引导需求侧倒

逼产业调整,发挥价格杠杆对能源的市场调节作用,间接影响能耗。 

再次,改善区域间空间格局,既要发挥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又要促进区域中心城市在高科技产业、现代化服务业方面的发

展,通过提升产业承载力以强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同时,为了避免个别大城市人口高密度集中引发的能耗反弹,需要进

行区域内空间立体化、集约化布局,提高土地开发强度,拓展基础设施兼容性,追求共享经济以避免功能紊乱及重复建设,以空间

效能最大化实现节能降耗。 

最后,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的城镇化发展梯次明显,在强化生态与能源约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东部须更关注城镇化的发

展质量,从空间规划与消费引导入手控制能耗总量;中部则应完善产业甄别机制,通过提质增效来降低能源强度;西部要坚持自然

生态、地域人文的城镇化特色,提高用能效率,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同时各区要以黄金水道为纽带建立协调联动机

制,在互动统筹中因地制宜地选择城镇化发展道路,这样才是实现全流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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